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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中国 
 

人类文明的发展共同经由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程，每个

时代都标志着人类适应、改造自然的一次飞跃性进步。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出现标

志人类由采集渔猎向农业定居的过渡，陶器的烧造遍布全球，其外形纹饰与自然、

社会环境联系紧密，贴合着不同族群的信仰文化、生活习俗和审美情趣，蕴含着

地域文化的积淀。 

青铜时代的来临标志着政治、军事权力的集中，伴随着国家政权雏形的出现。

我国西北冶金文化圈中，有许多因素与欧亚草原青铜器间存在天然的渊源。在对

金属铸造技术的吸收提升，同时与本地文化相结合后，“中原地区冶金术的真正

崛起并形成独立的华夏风格，在二里头文化晚期才最终实现。”1

在北方地区青铜产业兴起时，中国南方也开始了由陶向瓷的再发明过程。青

瓷是中国南方文化区绝对主流的物质载体，器型、纹饰等特色的每次重大变化都

映射出中国南北文化整合的进展步伐。她由成熟到扩散的过程伴随着中国南北民

族文化的融汇，华夏的德礼文明体系正是统合南北文化后的结晶，这个过程始于

夏商周三代，成于汉代。 

 

秦皇汉武以学术、宗教的整合统驭了六国的思想认识，西汉中期以后儒学在

统治制度中逐渐唯我独尊。儒学的厚重平和与青瓷文化内涵的高度契合，使得青

瓷成为了华夏文明的重要物质载体。 

一、早期青瓷的发展 

早期瓷器以浙江地区为主要产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夏商瓷器起源到

秦汉陶瓷风格的统一；二是成熟青瓷的产生至唐代制瓷业的普及。 
1.原始青瓷的特色 
先秦瓷器以釉色青翠为美，由于烧造技术尚不甚完善，被称为原始青瓷，简

称原始瓷。从夏、商至东汉成熟青瓷出现之间的瓷器统称为原始瓷，以瓷土为胎，

表面施石灰釉，经高温烧造而成。产品集中分布于浙江及相邻的江苏、安徽、江

西和福建等省地，这里是古代百越民族的主要聚居区，瓷器也是古越民族对华夏

文化的重要贡献。 
从夏商到六朝，浙江地区窑址数量多、规模集中，产品种类齐全、技术先进，

拥有瓷器产业完整、清晰的发展序列。目前在浙江东苕溪流域的德清核心烧造区

共发现先秦时期的窑址 140余处，自夏商出现，历经西周、春秋、战国基本没有

间断，礼器类产品占相当比重。 
豆类器物是夏、商时期原始瓷产品中绝对的主流器型(图 1)。西周早期原始

瓷生产进入了发展高峰，产品以礼器类为主，豆仍占绝对多数，器型、纹饰平和

绮媚，具有与同期青铜礼器繁复振扬完全不同的风貌。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原

始瓷中大量的日常实用性碗、盘等开始出现；礼器类物品出现大型化趋势，有仿

烧具有江南特色青铜器造型的鼎、尊(图 2)、簋、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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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商代原始瓷豆 

图 2 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原始瓷尊 

春秋时期吴国开始向南方的环太湖地区扩张，到春秋中晚期吴越正面战争频

仍，这是原始瓷生产明显萎缩的重要原因。此时的原始瓷礼器几近消失，器类基

本为日常生活用品，饰纹简单。德清地区窑址群的位置明显向更隐蔽的山地深处

转移；窑业生产首次跨过钱塘江，在越地南部宁绍平原形成新的辅助窑业区，产

品以印纹硬陶为主。 



 

3 
 

战国早期的许多原始瓷的造型完全仿青铜器造型，由此原始瓷生产迅速进入

鼎盛，礼器数量、种类迅速规模化，许多产品体型硕大、制作规整。有作为礼器

的鼎(图 3)、豆、罐、提梁盉、鉴等；作为乐器的甬钟(图 4)、句鑃等；作为兵

器的矛、钺等；作为工具的斧、凿等，几乎囊括了商周青铜器的所有门类。繁荣、

富丽的原始瓷生产直至前 333 年“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2，致

使楚“威王灭无疆”3

秦汉政权的一统使古越地的原始瓷出现不同的风格，仅在器物朝上部分施釉，

釉层不均，多点状凝釉。器型主要有鼎、盒、瓿、壶等，较之前产品活泼且更接

近日常生活用器。与中原同时期的青铜器、北方陶器的外形风格接近，可以感受

到大一统政权下各地民风的融合划一。 

才告一段落。之后原始瓷制作粗疏草率，疲软猥琐，并随

着越民族的消散逐渐失去了礼器地位。 

图 3 战国早期原始瓷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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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战国早期原始瓷甬钟 
秦汉原始瓷的生产仍集中于浙江地区，质量、产量从战国后期的明显衰落，

到两汉有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东汉开始全面兴盛并大范围扩散。 
2、成熟青瓷的推广 
西汉的诸侯分封制使中国南北交流并不十分通畅，在南方原始瓷恢复生产时，

北方仍较少分布，主要还是使用陶器，但器型风格南北基本一致。西汉时中原陶

器受到草原民族玻璃器皿的影响，在陶器上施铅釉，形成绿色低温釉陶，釉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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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陕西关中地区开始出现。到东汉北方铅釉陶流行，地域西至甘肃，北达长城，

东到山东，南抵湖南、江西。低温釉陶的器型与秦汉原始瓷器型基本一致，主要

有礼器类鼎、盒、壶，模型明器类仓、灶、井、家畜圈舍、水碓、陶磨、作坊以

及楼阁等 4

东汉时的浙江曹娥江流域的上虞地区，经由长期实践，到东汉中后期终于在

上虞小仙坛窑址群，完成了原始瓷向成熟青瓷的蜕变（图 5）。东汉后期成熟青

瓷的出土数量较原始瓷显著增加，产品分布的核心区域与先秦时期的原始瓷基本

一致，但影响范围明显扩大，窑业技术亦向周边开始辐射。 

。 

成熟青瓷从小仙坛窑址出发，沿着曹娥江流淌到不远处三国、西晋的凤凰山

窑址群，在这里形成一个发展高峰。这时胎色稳定、胎质坚致，施釉均匀青翠，

烧成温度较小仙坛窑址群明显提高(图 6)。东汉的小仙坛窑址群至六朝的凤凰山

窑址群的成熟青瓷，被统称为早期越窑青瓷。 

图 5 东汉青瓷罐 

图 6 凤凰山窑址出土东吴时期青瓷樽 

东汉、六朝时期长江水系的水路交通远较北方便利，同时南方社会相对安定，

经济得到持续增长，成就了青瓷发展的高峰期。青瓷在地利人和中日渐繁荣，生

产技术从东汉晚期开始向国内外扩散。 
在国内，早期越窑直接流向宁波慈溪上林湖一带，发展为唐宋越窑，在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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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的青瓷已进入了中华文明的主流文化圈，成为唐宋宫廷用瓷的主要烧造地。

同时也向长江中游扩散，东汉晚期在湘阴、洪州等地先后出现成熟青瓷。之后再

向北扩散，华北地区到北朝晚期开始生产青瓷，唐代时制瓷业在全国范围内爆发，

“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实现（图 7、图 8）。同时，在这一格局之下，还有以湖

南长沙窑为代表的彩绘瓷、以河南鲁山段店窑为代表的窑变彩瓷等窑业，这不仅

开启了后代各种彩绘瓷的先河，亦奠定了了整个中国丰富而多姿的制瓷业基础。 

图 7 隋代透光白瓷杯 

图 8 唐代白釉印花皮囊壶 

由此，瓷器由一个偏于东南环太湖一隅的地方文明，逐渐席卷全国并内化为

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文明因素。 

3.唐至明代的青瓷业 

随着北方白瓷与各地彩瓷的兴起，曾经一支独秀的传统青瓷烧造业相对地位

不断下降，但是直至明代之前，青瓷一直是中国制瓷业的主体窑业类型，这一时

期出现了一系列的青瓷名窑，包括越窑、龙泉窑、汝窑、耀州、南宋官窑等，其

分布地域之广、产量之大、产品种类之丰富、质量之佳、档次之高，没有其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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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个种类的窑业类型能出其右。明清时期，以青花为代表的新型制瓷业逐渐在

景德镇形成了新的烧造中心，中国制瓷业格局由此又一大变。以浙江为中心的青

瓷烧造业基本被景德镇所取代，浙江持续了 3000 多年的古代窑业中心地位至此

方式微。当然，今日龙泉窑产业的蓬勃发展，是青瓷强大生命力的现代最佳诠释。 

越窑是我国古代名窑，唐宋时期越窑生产中心位于浙江省慈溪市上林湖地区，

这里窑址密集，堆积丰富，现有窑址 150 处左右。时代上发展于唐代早中期，兴

盛于唐代中晚期至北宋早期，北宋晚期衰落，南宋曾烧造宫廷用瓷而再度短暂兴

盛后停烧。唐宋时期上林湖越窑不仅代表了越窑发展的最高水平，同时亦代表了

同时期青瓷制造的最高水平，这里亦是全国的窑业中心。其产品种类丰富，造型

优美，釉层滋润如玉。部分器物器型巨大，造型复杂，胎釉质量高超。除生产民

用瓷器外，唐至宋都生产贡瓷，是我国最早生产宫庭用瓷的窑场。尤其是晚唐五

代时期至北宋初年吴越国在这里生产的秘色瓷产品，不仅是制瓷技术上的巨大突

破，而且使秘色瓷成为唐以后历代高档青瓷的代名词，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青瓷品

类（图 9）。 

图 9 唐代越窑秘色瓷 
龙泉窑因主要分布于龙泉地区而得名，它创烧于北宋，兴盛于南宋至明代早

期，明中期以后式微，清代仍有生产，进入民国时期由民间艺人开始探索恢复传

统的龙泉青瓷技艺，20 世纪 50 年代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龙泉窑成为建国后第

一批得到恢复的古代名窑。龙泉窑宋代开创的粉青、梅子青厚釉青瓷，以失透如

玉的效果，使其在宋代的瓷器中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由此进入

了宋代名窑的行列。在器型上除烧造碗盘类日用器外，还有不少仿青铜器与玉器

的造型（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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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南宋龙泉窑凤耳瓶 
龙泉窑青瓷与宫廷用瓷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北宋到明代，一直是宫廷用瓷的

重要生产地。龙泉窑对中国的制瓷业、中国文化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的影

响。元明时期，龙泉窑的制瓷技术呈放射状向外传播，远及福建、江西、两广甚

至贵州一带，形成庞大的龙泉窑系，在中国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除技术外，

龙泉窑的产品影响的范围更大，不仅在国内有广泛的分布，而且还大量地远销日

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诸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南宋官窑是南宋朝廷为烧造御用瓷器而专门设置的窑场，也是目前能确定的

最早官窑遗址。产品除碗、盘等日用器物外，更重要的是生产包括鼎式炉、鬲式

炉、樽、尊、簋、琮式瓶等在内的一批礼器。以厚釉产品质量最高，多次施釉，

釉色因深色胎而呈现一种较深沉厚重的颜色，并具有紫口铁足的特征。装饰较少，

以器型与釉色取胜。这类产品，真正达到了类玉的效果（图 11）。 

耀州窑唐代创烧于黄堡镇，五代成熟创新，宋代鼎盛繁荣，金代延续发展，

金末蒙元日渐衰落，明中期停烧。唐代耀州窑先烧黑、白、茶叶末釉和唐三彩、

低温单彩等，后又烧黄褐釉瓷和青瓷，水平逐步提高。五代则以青瓷为主，水平

迅速提高。宋金耀州窑繁盛时期的青瓷以装饰工艺中的刻花和印花工艺大量使用

而独具特色，装饰纹样达上百种，其中植物纹样以牡丹、菊莲为主，动物纹样以

鱼、鸭、鹅等为主；人物纹样则以体胖态憨的婴戏为最多5

汝窑的中心产地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在北宋后期元祐至崇宁间 20 多年里为

宫廷烧制御用青瓷器，产品除日用瓷外，亦有大量的陈设用瓷，胎体薄、质地细，

呈香灰色

。 

6。釉以天青色为主，釉面匀净滋润。北宋之前的宫廷用瓷通过定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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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贡实现，北宋晚期官窑出现，许多学者认为就是河南的汝窑。汝窑的创烧，一

改过去由越窑开创的透明薄釉传统，将中国的制瓷技术进一步推向了湿润如玉的

新阶段，同时这一技术通过南宋宫廷用瓷的需求，在南方地区生根发芽，并在南

宋官窑、龙泉窑中形成绝唱（图 12）。 

图 11 南宋官窑鼎式炉 

图 12 北宋汝窑盘 

二、华夏文明的形成 

“文明”是指先进的文化形势，当它足以解决复杂社会的秩序、安全和效能

时，就可称为文明，它首先是为提高生存质量而产生的。早期每种文明的特色都

由一定的民族群体创造，结合着区域特色形成适应、改造自然的特色民族文化习

俗。民族的形成在国家出现之前，文明的传承在于民族特色文化的存灭，青瓷便

是中国南方古越民族最重要的特色文化代表物。自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开始的龙山

时代是早期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一个波澜壮阔的转折期，气候灾变、跨区域互动

扩大、矿冶活动发端、王权都邑出现构成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伴随着以良渚、

石家河为代表的传统宗教权威与政治秩序的崩坏，新兴的宗教、政治网络以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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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变为背景，融合不同来源的宗教仪式与物质文化，发展成具有统摄特征的文化

传统，这是古代中国政治思想与宗教知识的一个重要源头 7

在史前中国，南北格局雏形就已显现，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良渚文化和以晋

南区域为中心的陶寺文化，是中国南北格局的滥觞。三代时期统一的华夏文明尚

未完全成型，各种风格的文化特色林立，以南方青瓷与北方的青铜两个文明区相

对影响力较大。两个文明在与周边文化交流中渐次增添进生命力强大的内容，最

终同化、合并于更壮大的一统文明体系之中。经过千年的文化融合吸收，到秦汉

大一统时全国形成粗线条的文化认可，再经由两汉四百余年的宗教、学术整合，

华夏文明的内蕴雄图方才赫然确立。 

。 

南北两个文明区各有特色礼器，这些令人震撼的古代原始瓷、青铜器，有着

堪比埃及金字塔的政治、宗教和美学意义，以其特殊的视觉和物质形式强化了当

时的权力概念，成为最有威力的宗教、礼仪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8

1.北方青铜文明 

。它们以独特的

纹饰、质感，标志着特殊政治权力，也代表着政治权力本身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

载体。 

公元前三千纪晚期的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中期，这时中亚畜牧、运输业和矿

业的扩展，促进了欧亚草原社会的整体流动性。西亚的冶金传统随着交换网络进

入河西走廊、鄂尔多斯以及富有铜矿的晋南与江汉地区 9，特别是合范铸造技术

成为三代青铜礼器的发端。在中原的龙山文化中，陶寺的政治发展水平远高于同

时代的其他遗址，在高级墓葬中体现出制度化和等级化的葬俗，墓主随葬绿松石

镶嵌饰物，置身铺满朱砂的木棺之中，随葬丰盛的漆木器、彩绘陶器，而鼍鼓、

石磬更是礼制性乐器的滥觞。这些三代文明核心符号的发端，是统治者用物质文

化昭示权力与威望的尝试，成就了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王者之气”10

北方地区的青铜文明在冶金产业支撑下成长而起，虽然在技术上吸收了印欧

青铜因素,但在文化上却自成体系。 

。 

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文字记载，目前发现最早的中国文字出土在陶寺的一只陶

扁壶碎片上，有两个朱砂字，比成熟的甲骨文要早七八百年，但书写形式与结构

已经非常接近殷商甲骨文 11。中国文字以视觉形象来记忆事实、规范生活、保存

经验，它不是为个人记忆而使用的标记，是氏族上层统治系统的符号工具，一个

字有多个意思，往往代表着一件事。这种“指事性”12

晋南陶寺的龙山聚落便是从“（陶）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

文字的思维出发点在记录

与传承，宜于作秩序、规范的载体，方便政治经验、信仰文化的传继。族群间的

个体交流依靠自成体系的语言完成，语言类型丰富而文字却一直保持连贯的意义，

早期的语言与文字在中国并不统一。 
13

商文化延用了夏代铜器造型与技术，大型青铜方鼎已成为商王朝政治、宗教

权威的象征，成熟使用绿松石镶嵌，并掌握欧亚多金属冶金传统，正是这些技术

使商文明在殷墟达到物质文化巅峰，青铜礼器承载着文明的内涵向周边大范围延

之地出发，

带着“整体”的思维意识，集合高效能社会资源，开始了军事、政治、文化的全

面扩张。从大处着眼的思维方式，更强调物质文化的多样性与族群文化输出的重

要性。在龙山宗教传统中，玉器具有召唤山川形胜的超自然力，古本《竹书纪年》

有“后荒即位，元年，以玄圭宾于河”的记载，以玉器祭祀山川在周边不同文化

区域广为传播，对宗教行为的共同参与，标志着不同族群对陶寺文化体系的认可。

发展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冶铸、绿松石镶嵌、贝胄、玉石牙璋等共同构成了

三代文明象征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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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此时还未能开创一个超越政治的文化共同体。 
西周德礼制度的飞跃性政治创造，正是为适应族群迅速扩大而创造的文化共

同体。周公制礼作乐以“天”为最高神，在将各族群的信仰统一的同时，代“天”

牧“民”，以德礼传承的道统强调天命和道德的双重合法性。德礼在宗教与世俗

社会中同时发挥着秩序规范作用，仪式、礼器为制礼作乐提供合法性保障，也提

供思想和方法的资源。各族群的群体利益由其领袖人物的地位来决定，于是青铜

礼器的地位规范作用就对族群有了决定性的重要意义。随着制礼作乐的深人，宗

教性渐趋淡薄，世俗政治事务成为新的话语权保证，德礼秩序重点转向对世间权

利规范。 

在西周宗教权威逐渐让位于政治权威时，周人借助祖先的神圣性，合并了不

同地点的几段政治历史，重建了晋南和洛阳社会的历史记忆。公元前三千纪晚期

的社会剧变成为创造具有政治宗教意义传说的最佳舞台，早期传说故事集中发生

于此，为达政治、文化的“大局观”而创造改写社会记忆的叙事方式，可能在二

里头政权形成前后已经开始 14。周人持续着“传说”的再创造，并籍此恢复和巩

固中原文明的政治正统性地位，同时将传说中的帝王转化成华夏礼乐文化的资源。

经由对历史的长期重组，华夏文明礼乐文化的轴心愈加传承有序，同时血统与宗

教观念趋向淡薄，以德礼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得以抟就，华夏文明开始轻减军事

成份，政治进入由“筮短龟长”15

由于不同历史记忆群体和政治集团的加入，早期的传说在竞争、协商和相互

渗透的过程中被反复书写并逐渐定型。作为殷人后裔的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

杞不足征也”，“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些都体现了精英群体对西周创造的文

化传承记忆的认可，这种自觉流失本民族记忆的行为，成就了三代礼乐思想的文

化正统地位。春秋战国南方的青瓷文明区，也正是顺着南北文化记忆的汇流，进

入到华夏文明的主流文化之中。 

向理性化过渡时期。 

2.南方青瓷文明 
早期江南太湖流域的文化影响力，以浙江杭嘉湖平原与宁绍平原最为核心。

先秦原始瓷的生产以东苕溪流域为主，东苕溪位于浙江北部杭嘉湖平原之西缘，

连通太湖、钱塘江诸水系，浙江的文化脉络便沿着这条母亲河渐次铺陈开来。包

括东西苕溪在内的“苕水”流域集中了浙江 90%以上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新石

器时代有马家浜、崧泽、良渚、钱山漾等清晰、完整而辉煌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

进入马桥文化时期，有保存完好的下菰城等大型城址，还有一系列密集的大规模

遗址、窑址以及墓葬群等。这一核心区域连同周边的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共

同构成了一个不同于北方的文明体系，这就是青瓷文明区。 
公元前三千纪早期的良渚，在规模上比陶寺等龙山中心更庞大，财富更集中，

社会结构也更稳定，然而因“文字垄断了书写历史的权力，南方遂始终落在次要

的位置。”16

在公元前 2400 年前后太阳辐射的改变导致亚洲历时约五百年的气候异常，

灾变导致各文化势力的突变，此期即龙山肇始阶段，也是良渚文明中心的崩溃时

段。在马桥文化继良渚之后开始政治经济的复苏，古越民族的原始青瓷在马桥文

化开始出现。南方平和的生存环境使青瓷文明区带着明快轩豁的文化气质，早期

原始瓷是越民族不可或缺的高等级显赫物品，它线条雄健、装饰深沉，表达出南

中国东南部生态资源丰富、稳定，加上良渚文明的文化强势，军事

始终成不了主流政权统治方式，用威信和权力维持社会秩序的神权文化是主导力

量，南方民俗礼仪与军事强权下的中原文明区别明显。这里早期以良渚文明细腻

的玉器雕刻与黑皮陶器为主要祭神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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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亲和淡定的柔韧清雅风格。从此青瓷礼器成为南方文明区域最重要的物质载体，

开始了与中原文明的互动。 
中原夏代的青铜文明区域集中在河南，这股文化力量的主要影响范围还远未

能达到南方。在二里头有零星发现越地生产的印纹硬陶残片，说明两个文明在夏

代已有了交流。商代青铜文明扩张至长江中游，原始瓷集中在郑州商城和殷墟的

高等级墓葬与都城遗址之中。西周王朝对越民族的文献记载均在成王年间，说明

“於越”在西周早期成为与中原有交往的周边族群之一。目前在中原高等级墓葬

和都城遗址中，频仍发现西周早期的原始瓷器物，“豆”型器占绝对多数。 

中原的青铜文明在周穆王后期的全面政治改革下保持了百余年的辉煌，但从

周昭王“南征不复”之后开始从南方收缩，这使青瓷文明区域保持着更加相对独

立的文化。到了西周晚期，德清地区原始瓷窑址群产品中日用器种类、数量都有

明显增加，说明使用群体开始扩大，由高端礼器类开始向贵族日常使用过渡。礼

器类产品出现大型化趋势，并且产量大幅度提升，参加祭祀仪式或宴飨活动的群

体在扩大，数量在增多，这正是古越民族文化扩张的时代印记。 

高端原始瓷和印纹硬陶产业一直是青瓷文明最主要手工产业，从西周中后期

开始向周边文化族群进一步扩散，产品延续良渚文化的扩散区域广泛分布，文化

影响区域从浙江及其周边地区扩散到更远的湖北、湖南、福建南部、广东等地，

于越民族在南方影响范围明显在急速扩大，进入青瓷文明的鼎盛期。 
春秋以来北方青铜文明的德礼秩序观念，淡化了各民族间的血缘及宗教差异，

周边群体在接受中原德礼文化的同时，渐次给本民族嫁接一个华夏的祖先，血统

不再成为进入华夏的障碍，唯有政治观念与文化习俗需要缓慢的认同。战国早期

的于越民族，正是在这种观念支持下，开始对原始瓷礼器的全面改革，参照中原

青铜文化的礼制规范，完成本民族原始瓷礼器的制作与使用，同时直线延接民族

祖先谱系到夏祖“大禹”，让越族拥有了与华夏共同的血统，南北方文明进入迅

速融合期。战国原始瓷开始了与同期青铜礼器的全面接轨，以南方文化的浪漫圆

通融汇入青铜的凝重，由简洁至极的曲线出勾勒出泥胎的厚重端丽，原始瓷与同

期青铜礼器在外形上趋于一致。 
当北方的青铜文明将文字传达的经典供奉于政治庙堂时，南方的青瓷文明区

只能通过非文字的仪式、技术等，归纳描述自身的文化习俗。于越民族对青铜器

的接受始终限于兵器、工具等小型实用器，直至战国时期越国的消亡，在高等级

越墓中始终未出现青铜礼乐器随葬品，说明青铜礼器始终不允许参与到与祖先神

灵的沟通之中，唯原始瓷才是于越族承认的最重要礼器。对原始瓷礼器地位的坚

守，表达着古越民族始终拥有文化上的自信。 

中国传统的思想本原认为人和万物生就以善为本，在儒家思想中以理性主宰

着生命，“仁”是在本无所谓情感、意义的世界中，积极地、坚韧地培育、塑建

富有情感与意义的人生。17这种善、仁的平和温良，成为南北方文化共同遵循的

内心品格，也与南方青瓷文明习俗中的清和、坚韧内涵相叠合。到战国后期“越

为禹后”已经由传说成为共识，华夏文明正是通过强调于更边缘的异族在文化与

族群上的异质性，来实现我群的凝聚，18

3.大一统政权下的文明整合 

越民族便在这种相激相荡的文化认同中，

逐渐消散融合为华夏的组成部分。 

秦汉帝国的政治一统中，社会进入由各人内化的品行与律法共同维系的阶段。

南北方两个文明体系皆保存了各自的特色：北方青铜文明的政治律法和南方青瓷

文明平和浪漫的文化体系，共同架构起华夏文明的框架。青铜文化是政权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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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而南方独特的音乐、哲学、艺术也逐渐融合进文明的核心。 

春秋到两汉是各学派思想全面实践、渗透融合时期，早期中国的立国之本是

“礼”而不是“巫”，由政治操控统御下的宗教侵略性较小。秦始皇在政治上，

车书一统，整齐法律，汉武帝从学术、宗教入手，汇流 思想文化，整治衔接古今、

调和南北。君王对占领地神祇的祭祀宣告着帝国文化的正统性，秦皇的巡游视察，

汉武的郊祀、封禅，皆是政治的统一过程。由武帝开放的祭祀格局，对各地原有

的宗教和民间的信仰兼收并蓄加以利用。到宣帝致神于首都，弱化地方祭祀，再

到平帝完备的南郊郊祀“元始仪”的完成，从此西汉帝国完成了国家祭祀的整

合。19宗教整合使“天神”的地位逐渐让位于“君、亲、师”，国家宗教日益“政

治化”，政治上的一元化和宗教上的多元化，这种格局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政治、

宗教的地位。20

秦政文法吏高踞政坛，法治之酷为国人痛恨，汉初承秦制但不用秦政，随着

国力休养生息的完成，西汉中期开始了儒学的回归。德礼秩序观念经由孔子的再

诠释成为儒学的起源，是社会的基本教科书，道、法、墨等各家学者自幼也熟读

儒家之书，仁、义、忠、孝等道义观念饮誉天下，扎根于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念

之中，慷慨任气式的道德承担成为华夏特有的“君子”风范。“重厚长者”类型

的官员倍受推重，汉儒担任的地方官为民兴利、倡导礼义，官僚同时承担起“吏”

与“师”的双重责任的，负有管理境内蛮夷事务的职责。全力贯彻儒术的“王莽

新政”失败后，东汉初年政治开始理性回归，既“爱好经术”又“尤任文法”，

在儒术和礼制上继承了很多新莽的做法，儒家的仁政、教化思想更深入人心。

 

21

“有容乃大”的政治观念使无神论与有神论者相协，宗教完全统一于政治之

下，成就了汉帝国的领土之广。中央加速对华夏政权网络隙地的“外族”、“夷狄”

政体的分割、消化，经过这四百余年的政治整合、文化输入后，“隙地小政权”

逐渐认同儒家忠、孝观念，在东汉末年华夏文化共同体基本成型，“汉民族”成

为华夏文明的主体。 

在儒生与文吏彼此交融合中，“礼教”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文化整合功能。 

两汉除了民族的统一，也是各学派融合的重要时期，巫术、方士与道学思想

结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汉初道家的“清静无为”为“休养生息”政策

提供了玄妙的论证。儒生优势是政治而方士的优势是信仰，儒学思想“未知生，

安知死”的思想空白处，为民间道学、佛教等思想找到了存在空间。特别是王莽

纯儒术统治失败后的“宗教真空”，为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输入铺平了道路。 

轴心时代培育的学士已成为统集团体的必要人才，新生精英群体为争取政治

话语权，开始极力弱化旧贵族地位。从理论上打破德礼制序的阶层规范，不断提

升个体的价值地位，导致了社会价值观的整体扭转。新贵地位的欲求从生前延展

到逝后，道学思想在其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阴阳五行学说经过两汉的添枝加叶，在实用文化和民间思想中保持着莫大势

力，开始同儒学做长期的抗衡、渗透。经由《淮南子》“魂魄处其宅，而精神守

其根”的道学个人化过程，以“怀囊天地，为道开门”的理念，将人神两界思想

联络的通道打开。同时对古典“魂魄”理论的再拓展，使厚葬习俗到东汉已达到

“畏死不惧义，重死不顾生，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终”22

德礼秩序的地位规范已不能带来实际利益，于是青铜礼器逐渐失去了舞台，

陶瓷器却得此机遇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很快成为日用器、礼仪用器、丧葬用

器中最重要的成员。西汉中期开始陶瓷礼器类物品明显减少，日常用器及明器为

现世日常所用，并为谲诡的身后世界，增添出更多的思想空间。 

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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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对南方地区的持续开发，使原始瓷发展迅猛，终于在东汉中晚期成熟青

瓷出现。三代青铜礼器以饕餮形象结合几何纹的方正凶猛，组合诠释出礼制的威

严；南方原始瓷以简单的几何纹样体现富足平和的宽容温润，两种特色纹饰经由

400余年的洗练共同融通在成熟青瓷的端醇典雅之中。东汉时期华夏文明中悍戾、

虐政的成份渐少，向宽仁平和的理性方向发展，早期南方青瓷文明温和安定的文

化风格在华夏体系中渐趋明显，与主流政治风格的日渐契合使她最终成为华夏文

化中最重要的物质载体。 

汉文化的强势持续扩张，许多以往知之甚少的地区和国家，相继进人了华夏

民族的视野，民族文化优越感开始动摇，对世界的认识逐渐突破了传统的“华夷”、

“天下”界限，具有相对开放的“世界”意识 23

海路运输更为平稳、安全，海上丝绸之路是瓷器外销的主要通道，中国青瓷

需求的扩大使制瓷技术开始了大范围扩散，“瓷”甚至成为中国的代名词。约在

三国西晋时期南方的青瓷器开始传播到朝鲜半岛，唐代以后逐渐扩及整个东亚、

东南亚、西亚、北非、东非等地区。 

。海上丝绸之路、滇缅印道和吐

蕃一泥婆罗道的相继开辟，让中国和域外展开了大规模、全方位的互动和交流。

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华夏帝国以开放、包容性的心态，用“汉民族”的整体面

貌走向世界，青瓷便是对外交流中重要的物质载体。 

三、早期青瓷对外来文化的吸收 

早期青瓷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除了大量吸收并最终汇入整个民族文化的

洪流之外，对于来自中亚及更遥远的西方的文明，亦呈兼容并包的态度。 
欧亚北方草原自古便是一个文化通道，早期西方铜器、金银器、玻璃器等手

工业品，是这一文化通道的重要交流内容，它们的发展沿着在欧亚草原有一个东

进的过程。粟特民族一直是欧亚文化通道上最活跃的贸易群体，印记遍布波斯、

拜占廷、印度，丝路宝货抵达汉朝和印度的一线，都由粟特人把控。从公元 1

世纪起就有粟特移民聚落，在东汉的洛阳长安、河西走廊和四川出现。他们有成

熟圆滑的外交应酬手腕，同时没有称霸的政治野心，所以千年以来，从秦汉的斯

基泰、匈奴，到北朝隋唐的蠕蠕、白匈奴、突厥、吐蕃，要在丝绸之路有所作为，

都离不开粟特人 24

粟特人、波斯人除了商业运输，还在中国广为制作手工业品。在与中国民间

作坊的相互交流中，经过仿制、创新、演变，逐渐加入了中华文化因子。比如从

西方较单纯的多曲改为花朵式的多瓣，从几何美走向写实美，这一改变与华夏艺

术发展的大趋势相符合。

。 

25

玻璃器东渐对瓷器技术的影响 
 

古代玻璃业遗址首先发现于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明坦尼亚地区。至公元

前 1500 年，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玻璃产业已相当成熟 26，公元前 1 世纪末欧

洲吹制玻璃发明 27使罗马“陶器在市场上开始失去了首要地位”28

我国从战国中期开始，国产玻璃出土集中在湖南、河北和江苏等地，徐州一

带可能是中国玻璃的重要产地之一。

。 

29汉代中国玻璃制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西汉江都王刘非墓（逝于前 127 年）位于江苏淮安大云山，出玻璃编磬 20 件，

玻璃器形大、质量高，编磬单体厚度达 2 至 3 厘米。玻璃厚度与其内应力成正比，

若消除不当，成品会自然爆裂，消除应力最大困难是对退火温度和时间的控制，

这些都是玻璃制造工艺中的关键技术。30除王室之外，扬州还发现西汉“妾莫书”

墓使用玻璃仿玉衣片 31；在此地新莽时期的木椁墓，也有 19 块完整或可拼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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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衣片出土 32

随着对玻璃工艺技术的吸收改进，瓷器产业也借鉴了玻璃加工工艺，特别是

在陶瓷器的施釉技术方面。 

。可见汉代不仅玻璃工艺水平很高，并已有相当的生产规模。国

产玻璃的使用多为玉器替代品，吴、楚之地玉材稀少，可能是这一地区仿玉玻璃

集中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玻璃仿玉之风延续到宋、明直至清代亦然。 

公元前 1 世纪时的罗马建筑，室内随处可见用马赛克装饰的墙面和地面，“使

用玻璃浆制作的马赛克小块，可以得到任何深浅度的颜色。”33

公元前后 1 世纪正是西汉对外交流的高潮期，中国商使最西到达已程不国(即
今斯里兰卡)，那里的曼泰在公元 1 世纪时是制造玻璃的中心

说明西方一直在用

玻璃浆给陶器上秞。《隋书·本传》载文帝时“中国久绝玻璃之作，匠人无敢措

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何稠(约 543～622 年)以擅长工艺技巧著称于隋，

他以绿瓷釉的配方炼制出玻璃器，足见陶瓷釉与玻璃器材质的相近度。 

34。就在这时北方

地区开始出现低温铅釉陶器，而同期国产玻璃正是含铅量很高的配方，玻璃制造

温度约 900 度。35

青瓷在汉末开始扩散，北朝晚期邢窑开始烧越窑系青瓷，由于胎体为铝含量

较高的瓷土,即便温度达到 1400度也不能烧就致密的胎体

北方低温铅釉陶的烧造温度也在这个范围，由此看来，北方陶

器上低温铅釉的产生与玻璃器在国内的生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东汉中期浙江

上虞地区先是出现仿北方低温釉陶的产品，不久将全器施釉技术应用在原始青瓷

生产上。但原始瓷的烧成温度在 1200 度左右，低温铅釉并不适用，所以釉料仍

使用商代就已成熟的南方高温钙釉。东汉中晚期成熟青瓷正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尝

试成功。 

36，所以质量一直不如

南方青瓷。北方早期精白瓷出现在隋代以后,其胎体配方中有意加入了助熔成分:

钾 37，氧化钾和氧化钠当时正是玻璃常用的助熔剂。钾的助熔降低了瓷胎的烧结

温度，这是北方早期白瓷技术成熟的重要一步。38

青瓷和白瓷的工艺发展过程中都曾受到过玻璃产业的影响，而汉唐对外来文

化的本土化改造，集中表现在瓷器纹饰的演化上。 

 

汉唐时代金银器东进对瓷器纹饰变化 
在西域文化的物质载体中金银器最具特色，我国金银冶炼和制造工艺的发达

从东周开始，战国时期金银器的骤然增多并不纯是财富或艺术需求，还与当时的

服食有关，这种习俗在汉武帝时还有，方士李少君 39制造金汞齐，为器皿镀金，

并相信用这种器皿饮食可以增寿 40

唐代早期金银器成为贵族不可或缺的高端物品，地方官府开始自行经营金银

作坊。中晚唐地方官常通过进献财物，争相邀宠，如大和元年淮南节度使王播

（759～830）入朝，一次便“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

。金银器产品虽有增多，但加工工艺在唐代以

前远落后于西方。 

41。金银手工业者的作坊

联盟、行会也在晚唐开始出现，42

青瓷在汉唐时代为增加商业需求而吸收外来因素，将世界文化的新鲜血液注

入瓷器之中，从器型、纹饰等都较先秦时期有了相当的演进。中亚流行的金银器

纹样，影响着瓷器的整体风格，多种艺术源流到唐代已水乳交融。晚唐、五代时

全国范围的瓷器，普遍模仿金银器造型，成为时代特征。

说明民间加工已有相当规模。西方纹饰很快与

唐代民俗相适应，同时也运用于青瓷、丝绸、雕塑、建筑等广泛领域中。 

43在阿拉伯世界热爱金

银器的传统，和伊斯兰教义限制金银使用的互搏中，中国“瓷化了的金银器”作

为替代品迅速热销西亚 44

安史之乱（755－763）后，国人对外族的不信任感增强，武宗灭佛（8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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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是盛唐文化自信力全面崩溃的标志，全国范围内的外族摈斥心理日渐高涨，

具有强烈西方特色的金银器繁华退减。同时中晚唐生活重心的南移，丝路的阻断

使西域特色的民俗风光日渐消索。战乱频仍，民风动荡，使江南成为现实与心灵

的避难所。 
晚唐的江南地质丰腴润泽，青天碧落之下饱含着生气，越窑青瓷更是在翠蔓

的蒙络摇缀中，浸润出富足平和的风度。饱经战乱的世人，立于江南海山间，凭

栏贻千年之思，幽杳的山谷，抑郁的离觞，都随着秋月碧潭般平和的青韵风韵，

豁然春韶化散而开。越窑上林湖秘色瓷正是此时结晶为文化回归的思想载体，追

本溯源出华夏文明中儒学厚重的德礼背影。 

四、青瓷与华夏文化特质 

纵观中华物质文化的特色，有三代青铜的辉煌，有盛唐金银的炫目，有玻璃

的通透。而青瓷在各时代的流行器物中即无迤扬霸图的外貌，也无乌衣门第的血

统，早期还只是南方古越民族的特色礼器。她一直澄然静坐在华夏文化的组合成

长脉络中，与主流文明相生相携，轻漾起古旧清淡的真境。融合了南方的阴柔文

雅与北方霸气张扬，在每次大开大合的文化激荡后，总能在思想的尘埃飞扬中回

归到华夏德礼的清绿底色之中。在华夏文明的融合中，儒学思想的政治文化地位

日渐举足轻重，在汉代完成了从孔孟儒家到到董仲舒阴阳化的儒家的文化学术整

合。青瓷带有与儒学厚重、仁义思想高度统一的文化特色，成为华夏文化重要的

象征物，定格出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质。 

西域的玻璃产品曾在中国风靡一时，国产玻璃受原料、技术等因素的限制，

在质量、工艺等方面远不如外来玻璃，因而对西方玻璃器产生强烈的需求。汉武

帝时期“风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竒石异物齎黄

金杂缯而往”45

三代的礼乐文化中，礼制性“重器”的“重”是指在政治和精神意义上的重

要性，《礼记·明堂位》郑玄注：“古者伐国，迁其重器，以分同姓”，说明当时

重器象征天命的存亡。同时地位之尊也以重表达，《礼记·曲礼》：“凡执主器，

执轻如不克重慎之也”。“重”是“德”的象征。而“德”是对统治团体的最终

要求，“重”也用来划分社会等级。春秋时代秩序崩坏，刑罚尚不健全，于是孔

子承礼启仁，德礼成为个人内心的品德要求，建立起道德准则自愿规范行为。礼

制内化后仍以“重”来象征个人品行的高尚。汉代礼器虽失了舞台，但德礼之“重”

已溶入对个体内涵的要求，“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说明贵族对西方玻璃相当喜爱，但玻璃产业始终没有成为主流

产品，这应该与华夏文明的文化特质有相当关系。 

46

玻璃器绚烂明丽，透明 轻巧，轻巧有嚣浮之意，唐代宰相有“江南土薄水淺，

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

，这种文化习

俗定格着华夏民族的审美情节。 

47，宋代“京兆嗟愤而鄙其浅露……由是嚣浮之誉，

徧於搢绅，竟不通显。”48

西方文化因素在汉唐弥漫于淡久生香的时光中，晚唐政权的无力踏碎了往昔

，可见“厚重”的偏好早已根植于华夏文化的底蕴之中。

文士阶层即使喜好、欣赏、把玩新鲜玻璃制品，即使玻璃加工更方便，价格更平

实，功用上也能替代瓷器，却无法成为华夏特色的代表物来研发、推广。政治的

需求是手工业飞速发展的重要动力，玻璃工业始终没有出现这样的机遇，即使生

产也主要是作为玉的替代物，主流文化的选择在此可见端倪。典雅含蓄是德礼文

明自古崇尚的核心观念，端稳朴拙的青瓷更能传达华夏文化底蕴的厚重偏好，这

应该是在中国玻璃器产业地位始终不如瓷器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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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华之梦，帝国的岁月斑痕在洞水潺鸣中不断修剪，思潮中显现出心境如禅的

社会吁求。般若清栏造就了禅悟的斑驳，五代政权朦胧出的残亘气质，从疏冷中

透露出与心境相和的纯净、清淡神采，与我见犹怜的生命情结相融合，这正是晚

唐五代越窑秘色瓷的文化气质。绚烂之后的华夏文化回归，造就了宋代的“贵瓷

不贵金”的心理敷设，看宋瓷的清净便知不染尘之心，这时青瓷不仅是中华文化

的象征，同时也内化为文士对品格的表达。青瓷的端雅与儒学的凝重相契相合，

羁锁着盛世平和的风光涟漪，搁浅在远古文明的轩窗长影，舒缓开誉髦斯士的思

古情怀。 

结语 

从早期中国的社会分化来看，随着资源竞争中军事首领的崛起而发生，为建

立起新权威，不惜动用各种资源和一些极端手段，在三代时期已经确立了这样的

集权性格 49

对文化的统一认可是汉民族凝聚凝聚力的根本。正是华夏文化这种儒学底蕴，

造就了“有万不同为富”的宽容思想，使它完全不同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 

。周人的政治权力抟铸了一个文化的共同体是“华夏”的本质，之后

在政体控制力不足以维持国家形态时，各分散的政治小团体仍争相以华夏正统地

位自居。秦代制度颠覆性的变化是政治文明的突破，秦始皇奠定了中国政治制度

的基石，孔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调。之后的中国一直以知识力量与政治权力合

作而共存，知识精英使政权最大程度保持着华夏文化特质的精髓。 

在不舍涓滴的博大政治胸怀下，华夏文明超越了血统、宗教的局限，在时代

的洪流中兼收并蓄，发挥出整合资源的最大优势。而国民的思想精英群体更是因

儒学的底色浸润，拥有海纳百川的视角，甘愿牺牲个人、小群体的利益支撑起汉

民族的脊梁。正是这样的文化思想底色，让中华文明有能力以自身的力量走出谷

底；也正是这样的国民，才能将华夏精神推至世界文明的风口浪尖。 

青瓷柔媚的脉动是华夏文明从远古飞溅而出的音符，镌刻着主流文明的平仄，

流淌在历史的轮递间，回荡出各时代激昂繁盛的旋律。她以温润如玉的品格，委

婉含蓄的风流，凝重内敛的厚重，给予中华文脉最好的诠释。在波澜不惊的外表

下，蕴聚着深广的德礼文化源流，中华文脉正是在“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的精

神支撑中，磅礴相继，生生不息。 
(作者：林毅 郑建明，原文刊发于《南方文物》201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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